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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宁波市 2006、2010、2014 年软件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探讨了宁波市软件企业

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进一步，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影响宁波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并比较其对基础软件企业、应用软件企业及其他软件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截至 2014 年，宁波市软件企业

的区位选择表现出“两心·一带”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2006 年之前宁波

软件企业主要集聚在市中心海曙区的江厦街道和南门街道，之后以鄞州区的梅墟街道和首南街道为集聚中心，呈现

典型的郊区化集聚格局。区位通达性、集聚要素、政府政策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应用软件企业受

区位通达性、办公楼条件及产业基础的影响明显大于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而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

业对软件园区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政府政策则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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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业作为一种“无污染、微能耗、高效益”的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和灵魂，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软件

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有利于全面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商业、商贸、物流、会展、金融等第三产业全面

升级；有利于集聚人才，提高城市人口综合素质；有利于提升城市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水平，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和

现代化城市建设
［1］
。因此，研究我国城市软件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宁波软件产业在本世纪初进入起步阶段，宁波市软件产业园 2000 年 4 月经宁波市政府批准成立，2007 年 10 月建成专业园

区正式投入使用。从 2003 年开始，随着制造企业改革的有力推进，宁波市软件产业快速发展，每年同比增长 49%以上，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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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宁波软件产业具有为现代服务业、嵌入多个生产行业的显著特征。但与国内一线城市相比，仍然存在企业

创新能力不足、规模小、人才短缺、园区配套建设相对滞后和产业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等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宁波市街道为

研究单元分析软件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影响宁波市软件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宁波

软件企业空间演变进行探讨。

1 理论基础

软件产业空间集聚和企业区位选择研究引起学者们的热点关注
［2］

。整体看来，从空间的视角研究软件产业可归纳为三个方

面：空间布局、时间演化、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在国外，Egan 通过比较两个时间截面上的全球软件产业分布特点，得出软件产业正逐渐从其起源中心向外扩散，但并没有

绝对分散，认为软件产业的劳动力空间分异是扩散的本质原因，并提出了“应用区”是软件产业新兴的空间分布形式
［3］

。Ev⁃

ans 利用 GIS 密度图分析了全球软件产业的增长份额情况，发现班加罗尔和都柏林是本世纪软件产业增长最显著的城市，并在研

究英国伦敦创意产业分布的过程中发现，区位集聚因素对休闲软件业的影响特别明显
［4］

。Arai 对日本软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

实证研究同样发现，日本软件产业空间格局分布主要集中在几个中心城区内，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
［5］
。Weterings 研究了荷兰软

件产业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动态性，指出了荷兰软件产业演化中出现非随机集聚于大城市区域的现象
［6］
。Kesidou、Riain、Pedersen

等选取乌拉圭、爱尔兰、瑞士等软件产业空间布局为研究对象，也得出了以上相同的观点
［7-9］

。Kamb⁃ hampati
［10］

在分析印度非

大都市区和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空间分布现象时，发现印度软件部门主要集聚在孟买、德里、班加罗尔等三大都市区，同时班加

罗尔软件产业产值位居印度之首。Stanback 研究指出美国纽约、费城、芝加哥、亚特兰大等城市的软件产业区位选择更倾向于

郊区
［11］

。Aranya 通过问卷与访谈的方法对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区位演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2］

。Arora 研究表明印度吸引美国软

件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是金融服务能力、人力成本、通讯设施，同时技术能力与创新氛围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
［13］

。

Wailing Zhao 等试图挖掘全世界软件产业大规模向印度与中国扩散的原因，分别选取两国政策制度支持、人力资本与教育、历

史传承、市场需求、全球化等因素比较分析了中国与印度软件外包业的发展竞争力
［14］

。

国内学者闫小培、覃成林等分别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城市内部空间布局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内部高新技术产业的

集聚分布特征比较明显
［15-16］

。薛澜等、杜德斌等研究指出北京、上海、深圳等超一线城市是 IT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空间分布高度

集聚区，长三角地区是 IT跨国公司倾向于集聚的区域
［17-18］

。袁丰等研究了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的时空集聚成因，发现开发区

建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产业集聚等因素对新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19］

。李琳等选取高科技产业为实证

研究对象，发现其空间布局极不平衡，空间集聚要素是高科技企业区位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
［20］

。毕秀晶等运用 GIS 技术、社会

网络分析、负二项回归等方法，探讨了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21］

。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软

件产业空间集聚和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甚少。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软件企业数据来自宁波市工商局登记的企业信息（不包括企业非法人、个体），分别统计了截止到 2006 年末、2010

年末、2014 年末所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邮编、成立年份、企业性质、经营范围、企业规模

等特征数据。2006 年末企业信息共有 411 条，2010 年末有 1 146 条，2014 年末有 2 292 条。利用企业的地址信息将 2006、2010

和 2014 年企业分别与宁波市乡镇街道矢量图匹配，得到 3 个年份的宁波市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图。为进一步探讨软件产业空间格

局演化与区位选择的相关性，本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代码（2000 版）分类标准将软件企业分为应用软件企业（通用与行业应用）、

基础软件企业、其他软件企业，按照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将企业分为大企业、中大企业、中小企业、小企业，并在数据处理过程

中分别赋予了不同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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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宁波大市作为研究区域，共包含 66 个街道、78 个镇、11 个乡，分别属于海曙区、北仑区、镇海区、江东区、江

北区、鄞州区、慈溪市、余姚市、奉化市、宁海县、象山县管辖，涵盖宁波市的中心城区、郊区、县级市。对照 ArcGIS10.2 中

2014 年宁波市地图街道信息，建立软件企业街道信息数据库。将乡镇街道作为空间分析最小单元，选取 2006、2010、2014 年三

个时间节点的宁波软件企业数据，将统计数据转换为空间数据。

2.2 研究方法

2.2.1 空间数据分析

本文用热点分析方法说明宁波软件企业局部空间集聚类型：低值簇和高值簇也就是冷点区和热点区的空间分布情况，计算

公式如下：

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3）转化为：

式中： 、 表示 的数学期望和方差。得到的 值显著，且为正，表明在研究期间内

街道 i 及其周围地区软件企业数量多，属于高值空间集聚区域，也就是热点区；反之 值显著，并为负，表明在研究期

间内街道 i 及其周围地区软件企业数量少，属于低值空间集聚区域，也就是冷点区。

2.2.2 负二项回归分析模型

企业区位选择可以看作是空间单元内企业数量与影响要素的效用函数，研究因变量为企业数量，其观测值为离散的非负整

数，观测值为 0 的情况出现得较为频繁。所以可以假设其服从 Poisson 分布，使用 Poisson 回归模型分析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要素。毕秀晶也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了政府政策、交通通达性对上海市软件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21］，章文 2014 年使用

该模型分析了深圳市服装企业在街道单元区位选择
［22］

。

假设宁波市第 i 个空间单元内软件企业数量 yi服从参数为λi 泊松分布，在研究单元内观测到的软件企业数量为 yi 的概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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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λi 取决于解释变量 xi ；β 是变量的回归系数向量，对参数β 进行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 ear Model）

中的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

泊松回归模型一个关键假定是因变量的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相等，即分散均匀，并且等于λi 。即：

但是这个假设在实际应用中很难满足
［23-24］

，如果条件均值小于条件方差，即样本中出现过度分散的问题，将导致泊松回归

模型结果出现偏差。这样的模型一般服从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 al Regression Model），负二项回归模型允许因

变量条件方差与条件均值不相等，其对数似然函数为：

3 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

3.1 空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分别以区县和街道为行政单元系统地分析软件企业在宁波市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演化情况。区县级政区是宁波行政

区划的最高级单元，从区县级行政角度分析宁波软件企业的分布特征，见表 1。分析表 1可以看出宁波市软件企业总体分布不均

衡，主要分布在老三区（中心城区）和鄞州新区（郊区），随着 2007 年 10 月宁波软件园区正式投入使用，郊区的企业比例不断

增大。2014 年中心城区分布了 47.6%的软件企业，低于 2004 年的 52.5%；2006 年郊区软件企业数量为 172 家，占全市的 40.5%，

这个比例在 2010、2014 年增长为 45.5%、48.5%，郊区化特征显现。其中，鄞州区软件企业数量除 2006 年以外始终位于首位，

在 2014 年更高达 871 家，远远高于其它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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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我国正式规定的最小行政区划，统指镇、乡、街道办事处一级的行政单元。利用 Arc⁃ GIS10.2 软件对 2006、2010、

2014 年宁波市软件企业的街道数据进行分析，软件企业在距离城市中心（天一广场）20km 的圈层分布情况，可以得到软件企业

的分布和集聚情况（图 1）。

在 ArcGIS10.2 软件中按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 2006、2010、2014 年各个街道的软件企业数量分为 5个级别，如图 1。第一

级别软件企业数量（2006 年为 50～72 个；2010 年为 92～165 个；2014 年为 111～423 个）大部分集中在距离市中心 20km 的范

围内的海曙区、江东区、鄞州区，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现象；第二级别的软件企业（2006 年为 25～49 个；2010 年为 38～91 个；

2014 年为 53～110 个）除集中在距离市中心 20km 范围内以外，还有部分集中北仑区和慈溪市；第五个级别（2006 年为 0～1个；

2010 年为 0～5个；2014 年为 0～4 个）零散均匀分布在宁波市各县区。

软件企业的街道区位分布具有城区高度集中、县级市零星分布的不均衡特征。软件企业的空间布局从宁波市范围来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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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两心·一带”的格局。大量的软件企业集中市中心的海曙区和郊区的鄞州区，构成一个大的集聚中心；在江东区、江北区、

北仑区和慈溪市则形成一带小的集聚点；其他地区则零散分布，没有形成集聚中心。

3.2 全局自相关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宁波软件企业空间聚类格局及演化情况，根据公式（1）、（2）计算 2006、2010、2014 年软件企业全局空

间自相关指数和集聚强度指数（表 2）。2006、2010、2014 年 Moran’s I 指数的 Z 检验值都为正且显著，说明相似的观测值趋

于空间集聚，也就是说软件企业数量高的街道与数量高的街道相邻，数量低的街道与数量低的街道相邻。从表 2 中可以看到，

软件企业数量分布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表现出上升的趋势，说明软件企业集聚的态势不断增强。

与 Moran’s I 指数只能发现正关联或者负关联的空间集聚模式相比，集聚强度指数能够进一步分析街道单元属于低值集聚

还是高值集聚分布模式。Z(d)在 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三个时间段内 Z(d)的最小值为 4.068286，值为正且较大，表明宁波市软

件企业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性。从 G(d)和 E(d)的测算结果看，2006—2014 年 G(d)一直大于 E(d)，说明在研究期间内宁波市软

件企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围绕着几个高强度的集聚中心展开的；具体分析可知 2006—2010 年 G(d)和 E(d)的差别逐渐增大，同

时 Z(d)的值也表现出了上升的趋势，表明在这个时间段内高值集聚的趋势增强；2010—2014 年间 G(d)和 E(d)越来越接近，Z(d)

的值也表现出了下降的趋势，表明此段时间内高值和低值的集聚中心减少。

3.3 热点区空间演化

Getis-Ord General G 值仅能表明宁波软件企业空间集聚是高聚类分布，不能表明其高低值集聚的具体分布情况。因此，

本文进一步基于街道的行政单元根据公式（3）计算各个街道软件企业的 Getis-Ord 值，将其空间化，利用 Jenks 自然间断

点分级法对 2006、2010、2014 年的 值分为 5个等级，Gi*值较高的街道代表宁波软件企业集聚分布的热点地区， 值较低

的街道代表宁波软件企业集聚分布的冷点地区，生成的软件企业分布的热点图（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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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总体而言，2006—2014 年宁波市软件企业的 值分布表现出“东部大于中部”的趋势，热点区域、次热点区

域由中部向东部呈现块状分布，表明在研究期间内宁波市软件企业集聚的热点区域集中在东部地区，西北部则主要是集聚的冷

点区域；热点区域面积逐渐增加，热点集聚区位置也发生变化。具体而言，2006 年热点区有海曙区的江厦街道、南门街道、西

门街道；江东区的福明街道；北仑区的保税区；鄞州区的梅墟街道，共 6条街道。2010 年软件企业分布的热点区域在 2006 年的

基础之上又增添了一个：鄞州区的首南街道，次热点区域与 2006 年相比明显增多，均集中在宁波市中东部的海曙、江东和鄞州

等地区。2014 年宁波市软件企业分布的热点区域呈现由海曙区向鄞州区转移现象，明显集聚在鄞州区的梅墟街道（高新区所在

街道）和首南街道（南高教园区所在街道），次热点区域数量有所下降，原先海曙和江东的部分热点区域成为次热点区域。由此

可见，2014 年宁波市郊区（鄞州区）成为软件企业分布的热点区域，中心城区成为次热点区域和温点区域，这与前文集聚强度

指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一致。

3.4 不同类型软件企业的空间分布及扩散特征

毕秀晶等按照所有权性质、企业产品类型对上海软件企业进行分类，从所有权的角度将其分为外资软件企业和内资软件企

业；从企业产品角度将其分为通用应用软件企业、行业应用软件企业、嵌入式软件企业及出口类软件企业等四类
［21］

。与上海软

件企业相比，宁波的软件企业具有外资企业甚少、产品类型单一、企业规模偏小的特点，所以从宁波的具体情况和数据可获得

性的角度考虑，本研究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的分类标准，按不同产品类型将宁波软件企业分为基础软

件企业、应用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三大类，此数据可以直接从宁波市工商局注册登记信息中获得。不同类型的软件企业的

主要职能不同，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也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其空间分布及扩散特征不同（图 3、图 4）。



8

应用软件企业集中度最高，企业主要分布在海曙区、江东区和鄞州区，呈现“三足鼎立”。以行业应用为导向的软件企业分

布范围较小、集聚度最高。企业集中分布在宁波市老三区、鄞州新区与北仑区，比例排名前四位的海曙、鄞州、江东与北仑应

用软件企业总和占全部 96.3%。由此可知，宁波应用软件企业在向郊区的软件园区扩散的同时，还有较多仍留在中心城区。原因

在于应用类软件的企业中 85%为行业软件产品开发和应用服务企业，而宁波在 2010 年之前，90%的注册企业都属于这类企业，且

92.1%分布在宁波海曙、江东、江北等老三区。基础类软件企业与其他软件企业空间布局相对分散，郊区化现象明显。鄞州、北

仑、镇海等区县都有一定比例此类型的软件企业分布（图 3），主要集中分布在鄞州的软件园区。可见，宁波市软件企业形成了

以鄞州区为中心的集聚发展新布局。

宁波软件企业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这两类企业共占全部软件企业的 97.2%，按照企业从业人员规模，将宁波软件企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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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 类：大企业（从业人员>100 人）、中大企（51～100 人）、中小企业（11～50 人）、小企业（10 人以下）。4类企业的比重分

别为 0.98%、1.83%、12.73%、84.46%，其分布状况如图 4。大规模企业共有 22 家，其中 13 家集中在鄞州区。小规模企业的分

布集中度相对较高，郊区扩散以小规模企业为主，鄞州、镇海、北仑三区 79.9%软件企业为从业人员低于 10人的企业。

4 影响因素分析

4.1 要素分析

影响软件企业区位选择的决策因素日趋多元化，袁丰
［19］

、毕秀晶
［21］

等提出，传统的资源分布、通达性等区位要素、地方化

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等集聚要素、政府层面的制度要素 3方面都是城市软件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蒋文菊
［1］

等则认为政

策、市场和外资驱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大连软件产业的空间集聚。基于以往的研究，本研究尝试将影响宁波市软件企业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归为区位要素、集聚要素、政府政策，具体解释变量及定义见表 3。

软件产业是创新性产业，人力资源是软件企业运作的灵魂，因此，考虑到人力与知识资源的来源，本文选取了变量 COLLEGE，

若街道内有与软件产业相关的高校或研究机构，赋值为 1，否则为 0，期望其回归系数设为正。为了验证娱乐休闲等减压环境对

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引入了变量 CBD，若街道内有 CBD，或者与其邻接区域有，赋值为 1，否则为 0，期望回归系数设为正。

采用变量 GREEN 来验证周边绿化环境对软件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对有宁波市 3级及以上公园的邮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尽管

软件产业的产品及所需的技术和信息具有轻型化的特点，对传统交通工具依赖较少，但企业间的合作、业务联系及员工的上下

班都要依赖便捷的交通网络，选取各街道的中心点到宁波栎社机场的距离（ARIP）、宁波火车南站的距离（RAIL）、客运中心的

距离（STATION）等变量来验证对外通达性对软件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此外，引入市内交通道路密度 RDENSITY 作为市内

交通的衡量指标。RDENSITY 的值是每个街区的路网密度，期望回归系数设为正。为了验证软件产业主要空间载体“办公楼”与

企业区位选择的相关性，引入办公楼价格这一虚拟变量 PRICE，根据宁波地区工业用地价格行情划分，将宁波市办公楼价格划分

为 9 个等级，九级办公楼最便宜，赋值为 1；八级办公楼次之，赋值为 2，以此类推，一级办公楼最贵，赋值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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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经济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同类企业在空间上集聚可以获得本地化经济
［25］

。为验证本地化经济对企业区位

选择的作用，选取变量 NUMBER，值为每个街区上一研究时刻的软件企业数，期望回归系数设为正。其次，本文还引入变量 CENTER，

用每个街道的中心与天一广场的距离表示城市化经济的影响，期望回归系数设为负。

与外资企业在城市内部区位选择会受到政府优惠政策的影响一样
［26-27］

，软件企业也会集聚在软件园、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

政府规划区域内
［28］

。所以，引入了变量 SWPARK，若街区内有软件园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软件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

分，宁波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规划及相关政策对软件企业也具有一定影响，因此选取变量 MAR⁃ EA，若街区内有规划的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的赋值为 1，否则为 0。

4.2 实证结果

本研究选择 2014 年宁波各街道软件企业数量为被解释变量，以街道为基本单位，选取表 3中因素为解释变量，有效的样本

数量为 155 个，代入上文列出的公式（7）估计得出，alpha 系数均显著不为 0，证明选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估计的合理性。表 4

分别列出全部软件企业、基础软件企业、应用软件企业及其他软件企业的负二项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从全部软件企业的回归结果来看，区位要素中 COLLEGE、CBD 和 GREEN 三个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但这并不能说明软

件人才获得、生活及娱乐休闲以及绿化环境等因素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没有影响，只是在街道空间尺度下作用不明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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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选择重要影响因素是区位通达性，市内路网密度（RDENSITY）的回归系数与期望符号相符并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

值相对较高，为 126.83。其他到机场的距离（AIRP）、到火车站的距离（RAIL）与到客运中心的距离（STATION）等几个外部交

通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符号均与预期符号相同为负，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回归系数相对较小，对因变量解释强度不大。由此

可知，车站、机场等对外交通枢纽并非软件企业选址的首要考虑，而其更倾向于靠近路网密度高、通达性较好的区位布局。办

公楼价格（PRICE）作为另一个区位要素，其回归系数为正，与预期相反，表明地价越高的区域越能吸引软件企业，这看似与企

业追求成本最低的准侧不相符合，但这表明了区位通达性对软件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作用，一般看来地价越高的地方往往也是

通达性越好的区域，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这同时也是 PRICE 与 AIRP、RAIL、CENT 等变量之间具有较高共线性的原因。集聚

要素的二个变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与预期符号相同，以 2010 年企业分布为代表的地方化经济和到市中心距离对软件企业区

位选择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政府政策因素方面，软件园区实施相关人才引进、税收和奖励等优惠政策，提供良好的生活配套

和专业服务，对软件企业区位选择有明显的作用，与预期符号一样回归系数为正，值为 2.8999，表明软件园区的空间布局是软

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服务业集聚区（MAR⁃ EA）的建设对软件企业区位选择也有一定吸引力，

由于宁波软件产业具有与本土优势产业相结合的特征，与现代服务业紧密结合，区域内是否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对软件企业区

位选择有正向的影响，回归系数大于 0.5。

解释变量对于不同类型软件企业的作用强度是有差异的。虽然代表区位通达性的 AIRP、RAIL、STATION 都显著，并且回归

系数为负，说明区位通达性对所有类型的软件企业都具有较强的吸引作用，但比较三类软件企业的回归模型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差异：第一，区位通达性对应用软件企业的分布影响作用要高于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应用软件企业 AIRP、RAIL、STATION

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其他两类企业，应用软件企业主要包括行业应用软件服务和嵌入式软件服务的企业，其软件企业相关产品

涉及金融、会展、通信、办公系统等行业软件产品开发和应用。不难发现宁波应用软件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各区县的产业结构具

有一定相关联，验证了上文分析的应用软件企业集聚海曙区、江东区和鄞州区的“三足鼎立”现象。第二，应用软件企业对办

公楼条件的要求更高和对产业基础的依赖性更强，回归系数分别为 0.6768、1.0658，均超过其他两类企业，表明应用软件企业

更偏向选址于原有软件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第三，在政策因素方面，软件园区（SWPARK）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MAREA）对基

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的作用明显高于应用软件企业，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更倾向于集聚在具有更多优惠政策宁

波软件园区（鄞州区）和拥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物流园区的北仑区。这说明政府有效地规划与引导对于软件企业区位的合理选

择和软件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宁波软件企业的数据，以宁波市街道行政区域为基本空间单元，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影响其区位选择的因

素，分析了宁波市软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区位选择，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空间布局方面，宁波软件产业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和培育，已步入快速发展轨道，软件企业规模迅速扩大，软件企业

的区位选择表现出“两心·一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市中心以海曙区的江厦街道和南门街道为集聚中心，东部地区以鄞州区的

梅墟街道和首南街道为集聚中心，在江东区、江北区、北仑区和慈溪市则形成一带小的集聚点。

第二，空间演化方面，出现“东部大于中部”即“鄞州区大于老三区”的趋势，热点区域逐渐向东部地区集中，热点区域

数量逐渐减少，但是热点区域面积更加集中。具体而言，2006 年热点区域集中在海曙区、江东区、鄞州区和北仑区四个区域，

2014 年热点区域则基本在鄞州区，鄞州区成为宁波市软件企业发展的中心地区。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软件企业的定量研究结

果发现，基础软件企业、其他软件企业及中小软件企业郊区化特征更明显。宁波市的软件企业在老三区的集聚度逐渐减弱，呈

现典

型的郊区化集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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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区位选择方面，宁波市软件企业区位选择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29］。研究结果表明，区位通

达性、集聚经济、政府政策是软件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导向使软件园区成为软件企业理性的

区位选择，对企业空间布局决策产生重要作用。软件园区对软件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十分显著，但在街道层面与人才产出、生

活娱乐及绿化环境相关的 COLLEGE、CBD 及 GREEN 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比较不同类型软件企业回归模型的差异，发现应用

软件企业受区位通达性、办公楼条件及产业基础的影响明显大于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软件园区

（SWPARK）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MAREA）对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的作用明显高于应用软件企业。

宁波市政府应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下的规划引导机制，依托软件企业向郊区的软件园区集聚及其发达的制造业和优越

的港口条件等优势，为宁波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提供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实现软件产业

的空间格局重组与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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